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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研究成果。

① 在这些观点中，有的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于外部原因，如 “和平演变说”，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 “和平演

变”战略的结果。有的归结于苏联领导人的原因，“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与此类似的是 “戈尔巴乔夫葬送说”，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

义事业。与此类似的还有ＤａｖｉｄＭＫｏｔｚ等提出的 “上层革命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苏共上层精

英的分裂与背叛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此外还有 “民族矛盾说”、“意识形态说”、“经济崩溃说”等等。而将这些独立的因素综合起

来便形成了 “合力说”。大部分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由单一原因，而是由各种综合性原因造成的。参见郭欣根：《苏联解体原

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

———兼驳苏联解体的 “舆论失控说”

潘祥辉

摘　要：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公开化”与 “媒体的解冻”是其重要因素。但苏联解体并非如某些

学者所认为的是由于苏联的 “媒介催化”或 “舆论失控”所致，相反，苏联的解体是长期信息封锁、传

播扭曲所造成的。将苏联解体归之于 “舆论失控”，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严密的舆论控制对苏联解体

造成的影响。新闻传播的确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不过不是由于 “舆论失控”，而是由于系统性的传播

失灵。传播失灵导致了苏联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透支，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培养了潜在的支

持者。在传播失灵的作用下，苏联社会表面光鲜，深层的社会矛盾却被掩盖，以致苏联社会脆弱得不堪一

击。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直接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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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１年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２０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汗牛充栋。而有关苏

联解体的原因、后果等问题则一直是激烈争论的对象。［１］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认

识，见仁见智，形成了数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①这其中，不乏学者从媒体、舆论或者信息传播的角度

来解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或者观点莫过于苏联解体的 “舆论失控说”。

一、苏联解体的 “舆论失控说”及其误读

所谓苏联解体的 “舆论失控说”，即认为新闻自由化导致的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换句

话说，苏联的解体是党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任由大众传媒的自由化所致。这种观点由来已久，

在新闻学术界也屡有论述。如文有仁 （１９９３）、唐修哲 （２００６）、王贞一 （２００８）、吴珊 （２００８）、黄健

圣 （２０１０）等人都认为，新闻媒介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苏联盲目追求所谓的传媒独立自

由，这种 “异化”过程最终促成了这个国家的解体。新闻媒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不仅起到了推波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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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的作用，而且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等等。笔者将这种从新闻舆论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学说称之

为 “舆论失控说”。

在苏联解体２０周年之际，“舆论失控说”再次出现，屡屡见诸报端。２０１１年，赵强先生在 《学习

月刊》第１期发表了 《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一文，① 文章认为：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

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

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

体的步伐。”［２］无独有偶，２０１１年 《现代传播》第４期也发表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传媒政治

研究所李宏教授的 《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一文②，文章也认为：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大众传媒在苏联解体中的破坏性力量是巨大的”，“传媒成为

实际意义上的反对党”，“以主动、复杂的方式，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进而导致了苏共的亡党亡

国。［３］而与李宏教授的文章从标题到观点都非常类似的是 《江淮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发表的 《苏联解

体的舆论因素》一文，文章径直指出：“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

在的关键”。［４］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笔者却不敢苟同。苏联解体的 “舆论失控说”很

难从学理上说得通。在笔者看来，这种认为舆论失控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看法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或

者说错误：

第一，苏联解体的 “舆论失控说”流于主观，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色彩。持这种说法的人

看起来似乎 “政治正确”，但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前苏联僵硬的、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立场上，而非客观中

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这一点在赵强先生 《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和舆论失控》一文中体现

得非常明显，他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

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显然，对于 “苏联制度的核心

价值体系”作者是极其认同的，但究竟这种 “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是人道的还是反人道的，是符

合马克思主义还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未加分析。试想，如果前苏联的 “核心价值体系”是符合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受到人民的拥戴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如此脆弱？如此经不起考验？显然，将媒

体视为 “搞垮苏联”的主因，从思维逻辑上而言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思维，在这样的思

维定势下，苏联的解体必然是 “外因”所致，大众媒体则很不幸被扣上苏联解体的 “关键”、“元凶”

或者 “催化剂”之类的帽子。但要想客观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则必须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

来分析问题，而不能先入为主地预设立场。从实证的角度而言，赵强先生所谓的苏联解体的逻辑：“新

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

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的过程完全是一种主观推演，且倒果为因。苏联解体是不是媒体惹的

“祸”需要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进行政治定性。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合理性。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面临的处境与中国的改革

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时面临的处境非常相似，当然更加严峻。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Ａ阿

尔蒙德这样描述苏联改革前的状况：“到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的政治体制

已经变得头重脚轻、不负责任、腐败成风。该体制在摧毁任何新生的政治反对力量方面仍然绰绰有余，

然而，在促进经济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它却已经无能为力。”［５］正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邓小

０６

①

②

赵强先生的文章在其他刊物上也有发表过，如 《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和舆论失控》，《金陵望》２０１０年第２９
期；《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求是》２０１０年第２１期；《从舆论安全视角看苏联演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０
年第１期，观点大同小异。

李宏教授的另一篇与此类似的文章 《苏共亡党的传媒因素》发表在２０１１年８月的 《红旗文稿》（第１４－１６页）上，观点
与 《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一文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上则稍有不同，本文中的直引部分取自这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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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中国社会 “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诊断一样，苏联不改革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崩溃。而苏联之

所以没有走上中国 “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和中苏的历史、国情，特别是计划经济的僵硬程度不同有

关。［６］戈尔巴乔夫最初也想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但他没有中国的邓小平幸运，他的意图在苏联没有实

现的可能。前苏共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写道：“推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遭到了 ‘党的经济机关’的强烈抵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不愿放弃手

中的权力，对放弃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取代统一分配等改革措施百般

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民主

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７］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逻辑，仅以成败论英雄，

“后知后觉”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有主观臆断之嫌。

第二，“舆论失控说”流于片面，这种说法片面地强调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 “叛党叛国”的 “毁

灭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这种改革给苏联媒体和苏联社会带来的巨大改观。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

“公开性”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想改进党的领导，也并没有背离马列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什么创新。因为

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列宁就论述过 “公开性”的问题。１９０２年列宁在 《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

“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８］至于经

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

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９］此后，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

可见，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 “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该将更多的事公之于众”并不是什么创新，

只不过是恢复了列宁的主要观点，恢复了媒体本来的信息传播功能而已。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

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 “公开性”改革：“作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前的一些政策，那

时，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１９２０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

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１０］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有其合法性，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更给苏联的传媒业带来了

勃勃生机，这从苏联媒体发行量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来。１９８９年苏联中央报纸的发行量为１２４４亿份，

比１９８８年增长了１６％；全国性杂志的发行量为１９３２亿，比１９８８年增长了１０１％。如果把苏联主要

报纸杂志１９８９年的订户数字和１９８５年相比，会发现４年中苏联媒体的发行量是呈大幅增长的，传媒业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①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间苏联中央报纸及主要杂志发行量比较

报纸与杂志名称 １９８５年发行量 （万） １９８９年发行量 （万）

论据与事实 １４２４ ２０４５８
消息报 ５７５ １０１３８
共青团真理报 １２８６５ １７５８５
真理报 ９５２５ ９６６４
劳动报 １６６５ １９８４９
星火 ５９６ ３０８３
新世界 ３７９ １５５６
共产党人 ９２９ ９３
农妇 １４２６ ２０４４９
女工 １５７６３ ２０４４２

１６

① 侯丽军对苏联 “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Ｄ］清华大学，２０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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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新闻改革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的全面改革，英国 《金融时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日刊登文章说：

“苏联知识界的改革先锋不是作家诗人，而是新闻记者。”［１１］由于实行了新闻改革，苏联社会出现了一

系列新的令人欣喜的变化。如１９８６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苏共二十七大、苏美首脑会晤，到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等苏联媒体都做了公开报道，电视还做了现场转播，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

媒体中针对政府官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官僚主义的批评报道也大大增强。媒体的报道量、报道的

客观性大大增强。新闻媒体的开放大大提高了苏联政府的政治决策的公开和决策的质量。在 “公开性”

的推动下，苏共逐渐改变了以往封闭决策的做法，在讨论和决定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时开始重

视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改革以后，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或有重大行动，他

都立即邀请新闻工作者座谈，就当时面临的任务交换意见，鼓励报刊电视就改革问题进行公开的、坦

率的讨论。苏联４０多位部长级干部相继在电视台的 《问题·探索·解决》节目里向观众作报告。苏联

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还在 《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就部下一些人滥用权力向新闻

界道歉。［１２］在这种转变下，公众的社会满意度显著增加。正如戈尔巴乔夫 （２００３）所指出的，“由于有

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 ‘富有参与精神’

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

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①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其实只不过

是恢复媒体的本来面目，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能抹杀的。

第三，“舆论失控说”流于肤浅，这种说法只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表面关联，却忽

略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体制痼疾、弊病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割裂了苏联历史的延续性。苏联社会的解

体虽是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起，但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改革前斯大林体制和勃列日涅夫体制的僵化

所致。与此类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闻改革，其前因也是因为苏联媒体长期以来的扭曲与僵化，已经

完全丧失了媒体的特点与公信力。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传媒是一种组织与动员的工具，“由于

苏共长期缺乏党内民主，因此宣传舆论机构长期习惯于一种声音，一个论调，把党性简单机械地理解

为绝对服从。他们不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新闻学原理，以至党报体系日渐僵化、呆板，丧失革新和创

造能力。”［１３］媒体的 “舆论一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犯了错误，媒体就必然跟着犯错误，且把错误

无限放大。长期的舆论一律与空洞宣传也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与僵化，使人们不再相信媒体

和党的权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前。一位苏联的普通人文社科学者写道：“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初，我深信苏联政权注定灭亡，因为作为它的 ‘灵魂’的意识形态眼看着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

所以我认为政权做不出什么特别不好的举动———我的圈子中的许多人所固有的对重新开始 ‘拧紧螺丝’

的恐惧，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政权是一个软弱无力、日渐消瘦的老人。”［１４］可见，正是前

苏联的媒介与政治体制透支了人们对苏联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埋下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线。苏联问题研

究专家周尚文先生在谈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时特别指出：“有人看不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

性而造成的后果，反而认为，是失去斯大林那样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失控，从而导致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这种看法是因果倒置的。”［１５］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是苏联解体的

直接原因，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造成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才是根本。从这

个角度上看，“舆论失控”与 “新闻自由”并非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相反，苏联解体前对舆论的过分

控制及新闻的过分不自由才是导致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要清楚地阐释这个逻辑，我们必须详细考察

苏联体制下的传播失灵现象及其社会后果。

２６

① 侯丽军对苏联 “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 ［Ｄ］清华大学，２００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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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体制下 “传播失灵”的表现与成因

在笔者看来，新闻传播因素的确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不过不是由于 “舆论失控”所致，而是

由于 “传播失灵”所致，苏联社会到处存在的传播失灵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可治理。

（一）传播失灵在苏联社会的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

扭曲现象。［１６］正如现实世界中物质资源的市场配置会出现 “市场失灵”，政策资源的配置会出现 “政府

失灵”一样，现实社会中信息资源的配置也会出现 “传播失灵”。在苏联时期，传播失灵十分严重，其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苏联媒体的扭曲，即所谓的 “《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本来承担了

信息生产与传播功能的媒体，却无法真实地呈现现实生活的变动信息，而受众也无法从媒体上得知事

实真相，信息传递极度扭曲。

在苏联时期，以 《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报纸热衷

于报喜不报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报刊上见不到灾难的身影。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５０

年代当过苏联 《共青团真理报》和 《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

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１７］这

就是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除了报喜不报忧，苏联媒体的 “假大空”也十分泛滥。苏联媒体曾大肆宣

传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１９２７年到卡季耶

夫卡市 “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挖煤。１９３５年８月３１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１３０吨，超

过普通定额１３倍，因而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大力宣传和赞扬。在领导和媒体的造势下，全苏联掀起

了 “斯达汉诺夫运动”，媒体鼓吹 “超过了世界上至今知道的所有成绩和记录，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

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然而，他所创造的 “世界纪录”完全是由该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的。

他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将与斯达汉诺夫一起工作的三个矿工的工作量都算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斯达汉

诺夫的 “事迹”次日即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上。于是，他成了劳动英雄。斯大林接

到报告，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就这样，在媒体造神运动下，斯达汉诺夫成了一尊神

圣的政治偶像。［１８］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前，苏联媒体充斥着这样的 “假大空”，在这种传播生态

下，苏联人民根本无法得知许多事实真相，媒体异化严重。“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

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

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１９］

传播失灵除了表现在苏联的大众媒体身上，也表现在苏联政治体制内部的信息沟通中。由于苏联

政治沟通的主要通道局限在规模庞大、等级森严的政治科层体系内部，不论在上情下达还是下情上达

的过程中，歪曲走样、封锁信息、隐瞒信息甚至伪造信息等情况十分常见。鲁·格·皮霍亚在 《苏联

政权史：１９４５—１９９１》中写道：“苏联政权组织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唯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

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 ‘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做出决策”。［２０］描述的就是苏联政治沟通中的传播失

灵现象，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二）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原因

苏联体制下之所以存在普遍性的传播失灵，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苏联对媒体的过于严密的控制。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与苏共和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过分控

制有关。在苏联，报纸均归国家所有，重大新闻报道要由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审定后发表，地方各级报

刊的宣传口径则要与中央报刊 《真理报》保持一致。如全盛时期的 《真理报》有严格的选题计划，重

头文章早在一周、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以前就已确定，一般不随便更改计划；其６０％的篇幅是提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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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上安排好的，头版不是留作最后新闻用，而是专门用来刊登党的新闻、社论、经济成就和外国贵

宾来访的消息；它不存在商业市场，无须招揽广告；报纸对消息报道的选择不是对政治事件的反应，

而是对政治程序和政治上轻重缓急次序的反应。［１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无法传达真实的资讯。在 《真理

报》做过２０多年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

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但 “《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

奏。”在勃列日涅夫将 “发达社会主义”写进苏联宪法和苏共纲领之后，阿法纳西耶夫毫无办法：“这

个提法开始出现在 《真理报》上，这样做，我当然是昧着良心，因为我非常清楚，在苏联根本就没有

什么 ‘发达社会主义’。但是我和我的报纸在上面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承认这个 ‘发达社会主

义’。［２１］可见，在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下，苏联媒体必然唯政治气候是从，不得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

则。这种传播失灵是系统性的，它与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与苏共的组织体制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苏联共产党实行的是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关于民主集中制，列宁曾提出六条 “基本组织原

则”，其中第四条就是 “党的一切出版物，必须绝对服从代表大会及其相应的中央或地方组织”。［２２］这

种整合媒体和党的组织的 “民主集中制”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整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了强大的

战斗力，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武器。但与此同时，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成为一个信息过滤器，消弭

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带来了 “故步自封”与 “封闭决策”的危险。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年代，

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其所面对的主要任务由战争变成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随着社会管理的广度和

深度的增加，需要占有大量的社会信息，旧有传媒管理体制必须变革，否则，无法避免传播失灵的

出现。

第二，苏联的文化审查消除了任何异质性的信源，加剧了传播失灵的出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要

想传播不失灵，就需要多个信源的存在，信源越多，信息则越加丰富而多样，传播受到扭曲的概率就

会降低。相反，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最后只剩下一个信源，那么信息必然枯竭，传播

失灵也就发生了。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异己的声音严格控制，这就消灭了多元的信息来源，必然导

致传播失灵的出现。苏联建立了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出版物在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部门审

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

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到１９３８年时，发展到１５个处，这一年仅从

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５２５个检察官之多。而到１９４０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

将近５０００人。［２３］除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之外，苏联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

动大规模清理 “异端”思想和人物。自苏联建国起，形形色色的 “异己力量”就受到压制，私营媒体

被收归国有，私有经济和私营业主先后被改造，反对党也先后被取缔，所有的社会组织被整合进政府

机构或纳入政府管理。虽然苏联拥有数量众多的社会团体，既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妇联等官方

社会团体，也有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团体，但是它们都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

反对党、社会组织与私营业主等都是与政府相异的信息源，一旦被消灭，整个社会的信息生产机制也

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

第三，苏联庞大的官僚组织蕴含了结构性的传播失灵。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

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并延伸至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在理想化的计划经济模式

中，决策中心应该具有完善的信息，具备处理成千上百万个信息的超强功能。如在经济领域，要使计

划经济完美运行，它就需要准确了解各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的具体内容，需要准确了解每个劳动者

对社会总产品的贡献，准确了解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函数的具体内容。同时，它也清楚地了解社会所

拥有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清楚地了解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方式。但实际上，这样的计划中心在现

实中很难存在，除非它能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其一，汇集这些信息有通畅的传播渠道；其二，传递这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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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息的人需要不具备欺骗计划中心，向其隐瞒和歪曲真实信息的动机；其三，计划中心需要有能力

洞察所有这类欺骗行为，并实施相应的处罚；其四，计划中心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处理这些信

息。［２４］（３９８）显然，这些条件在苏联的体制下都无法具备。这一体制在接受、处理信息及作出最优化决策

方面能力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体制出现传播失灵就成为必然。

从苏联的政治组织结构看，苏联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呈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曾任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赫德里克·史密斯通过对苏联社会的广泛观察与接触得出结论说：苏联社

会是宝塔形的，底层极大，中间较狭，越到上层越尖越小。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直接影响了其信

息传播的效率。从人的角度看，处在不同等级的官僚会按照自己的利益经常性的扭曲信息传播。法国

作家安德烈·纪德在 《从苏联归来》一书中讲了一则他在苏联参观期间遇到的故事：他们坐汽车到巴

顿的路上，看到了两旁有很多新植的树，他的旅伴们就赞美起来，并认为这些树几年之后将能遮阴路

面。然而纪德却看出了破绽，他提醒他们说：“所有这些树当中没有一株不是死的。”他说：“无疑是在

不合适的时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利于树的生长的季节；我猜想是为着服从上头下来的

一个命令，必须遵照实行而不许批评。这是要自然界来屈服的，不管是树，是人。”［２５］从纪德讲的这个

故事中我们看到，不只苏联的媒体喜欢报喜不报忧，苏联各级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更是如此，这就使

得信息在这种官僚体制内流通时不但出现技术性的遗漏，还出现有意识的扭曲、失真，并总是呈现

“与上级偏好一致”的倾向。这就是苏联社会中非常容易观察到的 “官僚主义”导致的传播失灵。而这

种官僚病在苏联体制下几乎是难以克服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苏联的政府机构可以视为一个串并

联结合的、多级的、金字塔形的信息传递通道，其中任何一级对其下面一级都是信息接收方，对其上

面一级都是传递通道。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特定的信息传递通道，它与同级的其他部门组

成并联通道，与其他上下级部门组成串联通道。由于每个级别实际接收的信息量都存在上限，因而每

一个级别都不可能把接收到的信息如数上传，而是必须进行筛选和综合，在所接收的信息中按照上级

的需要或者偏好传递上去。这样，金字塔的层级越多，筛选综合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在各级的错

失率一定时，信息量在整个传递过程中的扭曲也就越大。［２４］（４１３－４１４）这就是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原理

所在。

三、苏联体制传播失灵造成的社会后果

苏联体制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直接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这种社会

后果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苏联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透支，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

革培养了潜在的支持者。前文已交代过，由于受到严密的政治控制，苏联媒体上充满了假大空的说教、

隐瞒甚至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公众闭目塞听，事事蒙在鼓里，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也无法

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镇压，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

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

灾人祸都不许见报。”［１９］的确，因为这种传播失灵，苏联的许多错误、黑暗、浪费、牺牲都不为人所知。

前苏联外交部委员阿纳托利·阿达米申认为：前苏联就是一个 “军国主义化”的社会，充满了 “瞒”

和 “骗”还有自欺欺人。“有人知道苏维埃国家的基础腐烂的程度吗？尽管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农业

状况依然很糟；工业设施陈旧；基础设施坍塌；科学技术落后；生活必需品短缺；官僚机构臃肿，指

挥不灵，冷漠消沉，可是从报告来看，生活像奥库扎瓦唱的样样美好。正是数量巨大的在编宣传工作

者拿了钱来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好。”［２６］但谎言不可能永远骗得了人。久而久之，就导致了

苏联人民对媒体的极端不信任。他们宁愿相信国外媒体和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官方媒体的 “权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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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实行后，很多媒体的发行量都大量增长，西方媒体在苏联更是获得了可

观的市场占有率，甚至连一些小报的造谣消息都有人相信，大行其道，这些现状都从反面说明了人们

对于旧有的官方宣传的不信任到了何种程度。除了苏联的媒体，苏联的教育、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及

其他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域都回避现实问题，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些领域的彻底失望。对于媒体，人们只

有兴趣读国内报刊上的体育栏目或事件报道，对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报道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有兴趣

的是听西方的广播，因为较之国内媒体，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更及时，节目组织得也更有趣。由于

苏共的官方思想、理论及宣传远离实际，导致人民并不相信它。”［２７］这种禁锢使人民极端不信任政府。

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０日，《消息报》就载文谴责了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 《联共 （布）党史简明

教程》“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可见，这种传播失灵也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降低了人民对政

府的信任度。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之后媒体销量之所以出现井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受到

人民的支持，这与苏联社会长期的传播失灵有着必然的关联。

第二，传播失灵导致了领导人的盲目决策，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也造成了政治治理的无序化。

以前文提到的苏联树造的虚假典型 “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例，这本是一个弄虚作假的假典型，但最高

领导人斯大林却不知情，反而错误地运用这一典型来搞社会建设，导致了各行业的 “盲目跃进”，给社

会生产带来巨大的消极后果。在 “斯达汉诺夫”的虚假典型树立起来后，苏联要求各行各业都向斯达

汉诺夫同志学习，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纪录，于是各地掀起创纪录的狂潮。各行各界都在创纪录，

每个企业都涌现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牙科医生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拔牙效率提高三倍，比如从前每

个工作日拔十几颗牙，现在就要拔几十颗了；芭蕾舞演员单足脚尖旋转从五个增加到十五个；教授必

须增加自己的科学发明的数量，否则就有怠工的嫌疑；伏特加酒酒厂生产 “增加无产阶级烈度”的伏

特加酒，把度数从四十度调到四十五度……炼钢、织布、开火车、收割庄稼等都开始学习斯达汉诺夫

破纪录。最荒唐的是内务部，内务部学习斯达汉诺夫，就要提高逮捕、判刑和处决的数量，挖空心思

制造出敌人来。在盲目追求速度和产量的情况下，造成了产品成本的恶性膨胀和废品、残次品的有增

无减。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工厂不得不向需货方延期交货，需货方就不得不推迟自己生产计划

的进度。［２８］这种高指标与瞎指挥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社会一片混乱。传播失灵营造了虚假的 “社

会和谐”和 “繁荣昌盛”，不仅群众被欺骗，苏联领导人对现实的判断也严重失误。苏联历史上出现过

许多严重脱离实际的政策，这固然有苏联领导人 “改造世界”的追求及领导人自身 “好大喜功”的因

素，但也有因对现实了解不够、信息占有不足而出现的判断失误。如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苏共就总

是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不断实施激进的政策，而媒体在这种 “冒进”中永远不会发

出不同的声音，而总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勃列日涅夫提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后，苏联媒体积

极跟进，广泛宣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情形下，勃列日涅夫自己也已经忘乎所以，完全

沉醉在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想当然之中。“他认为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弊病的社会，完全看不

到苏联社会当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等问题

完全让位于对发达社会主义的颂扬。”［２９］在这种传播失灵的社会环境中，苏联社会的治理不可能不陷入

困境。

第三，长期的传播失灵，使苏联社会表面光鲜，社会矛盾却不断积累，以致脆弱得不堪一击。为了

维护社会主义的 “纯洁性”，苏联政府从建国开始就一直致力于 “舆论一律”和 “意识形态一统”，在

新闻出版、教育、理论研究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的管制，甚至连自然科学领域也不放过，也要讲

政治和阶级性。苏联历任政府都实行严格的审查与禁书制度。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苏联采取的是

封锁消息的 “真空化政策”。仅１９２６年就查禁了４３７９期国外期刊、５２７６部书和２６７４件印刷品邮件，

还裁削了９７５部作品。１９２７年之后，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 １５％ ～２０％左右，有些种类达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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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４０％，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２３％。［２３］实际上，在整个斯大林时代，

政府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 “异己”念头和思想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言

论自由，即使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了巨大的告密网，监视网，使百姓人

人自危。”［３０］然而，这种极力营造出来的 “无菌世界”并没有使苏联变得强大，反而使其失去了免疫

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

在 ‘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

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

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３１］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

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时，麦德韦杰夫的话得到了验证：苏联

社会毫无抵抗力，就连几千万苏联共产党员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苏共解体的现实，就像他们当年接受

斯大林统治那样自然。［３２］可见，苏联对媒体及意识形态的严格管制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强大，反而使社

会变得极端脆弱。正如马龙闪先生所认为的：“从长远看，其结果是，不仅没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

定和进步，反而造成自我封闭，科学文化跟不上时代，思想理论教条僵化，长期阻碍改革并且适得其反，

‘检查’出来了一个强大的 ‘持不同政见’思潮和运动，这就促进了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这是一

个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２３］

苏联传播失灵造成的社会后果还体现在它加剧了苏联的政治腐败与道德败坏。传播失灵一方面使

粉饰现实、弄虚作假泛滥成灾，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传播失灵还导致了社会贪污

腐败盛行，政府官员欺上瞒下，恣意妄为。由于消弭了独立的媒体、党内的反对派及社会团体的监督，

官员任命与晋升中的透明度急剧下降，谁有能力谁没能力不但百姓无法知晓，就连中央高层也很难分

辨，导致在官员晋升中，政治忠诚与裙带关系取代了能力与实干等政治美德，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罗

伊·麦德韦杰夫针对苏联的官僚队伍写道：“职位的提升主要是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亲属关系，

而不是凭借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有一位原在明斯克工作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能把原在白俄罗斯

的许多助手安插到莫斯科的各种职位上。还有一位原在摩尔达维亚工作过的高级领导人，很快就提拔

了他在基什尼奥夫工作时的一些助手。这样一来，我们的管理机关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 ‘势力范围’

和 ‘个人领地’，而其为首者都是 ‘自家’人。虽然属于某某人的那些人对于交给他们的工作很不熟

悉，但他们却年复一年地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３３］事实上，为了晋升和利益，官员们普遍结党营私，

腐蚀着苏联社会的有机体。除了政治领域的腐败，传播失灵还导致了苏联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社会

谄媚之风、弄虚作假之见盛行，真话 （真信息）则变得极为稀缺。而苏联社会 “道德上的损失就更惨

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

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 ‘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

个领导的威信下降。”［３４］这一系列因素都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导火索。

四、结　　语

美国原驻苏联大使小杰克Ｆ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

政治进程的失败。”［３５］在笔者看来，苏联的解体尽管有各种外在因素，但根本而言是其政治失败的产物。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传播失灵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在传播失灵的作用下，苏联的社会治理陷入了一系

列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其解体成为一种必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与新闻改革只是对这种体制困境的

一种 “逆反效应”，或者说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必然结果。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于戈尔巴乔夫的

公开性改革，认为公开造成的舆论失控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只能说是抓住了表面原因。借用两位研

究者的话说，这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吃第三个馒头饱了，但是若没有前面的两个馒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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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饱的”。［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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